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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学”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转向

殷飞飞　陈　峰

摘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步入专业化、科学化的轨式,实由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导其先路.
该派从理论方法、叙述模式、研究领域等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反思公式主义,提倡理论

与事实的融合;由通论到专题,型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模式;开辟区域经济史研究,促进学科交叉.
由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由草创期转入稳步发展期.“现代史学”派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模

式,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走向自觉和成熟,而且有利于整个历史学以及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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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１９３０年代初的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曾与食货派、唯物史观派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

研究所并驾齐驱① .然而,当今学界在系统阐述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发展历程时,多把目光集中在食

货派、唯物史观派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三个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团体,而对“现代史学”
派往往语焉不详,缺乏应有的重视③ .事实上,“现代史学”派与«现代史学»是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版

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史学”派成员主要是中山大学文史学科崇尚“现代史学”旨趣的师生群体,以朱谦之及史学

系学生为主要代表④ .他们在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发起“现代史学”运动,刊行«现代史学»期刊⑤ ,将社会经

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及最新研究趋向.针对社会史论战后社会经济史研究存在的重理论

轻史料、以宏观通论为主要叙述模式、以社会形态史为主要研究内容等问题,“现代史学”派主张理论

与史料并重,重视专题经济史研讨,真正将宏观泛论的社会形态史论述转变为细致专业的社会经济史

考究,从理论方法、叙述模式、研究领域等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型塑了民国时期社

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模式.

一、反思公式主义,提倡理论与事实的融合

社会史论战掀起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潮,同时也暴露了经济史研究在初兴阶段的弊病.１９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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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国民革命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关注,认为要想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有必

要追溯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由此兴起.“就整个论战而言,有一半以上

的篇章以‘经济’为题,或以‘经济’为主.”①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是论战除去政治意义之外最

重要的学术创获.唯物史观成为参战者主要的理论武器,在五四运动后尤为流行.从政治层面看,它
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建设方案;就学术层面说,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国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有

益的指导.因此,参战者常常依据马克思社会发展分期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形态,但也随之出现了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大家所注意的,还是怎样把中国经济史的材料,套入西洋经济史的公

式里去的问题,又怎样拿西洋经济史的分期标准来划分或比拟中国经济史的问题.这样一来,便始终

忽略了中国经济史的特质.”②侯外庐称这种现象为“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③,其直接后果是

片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而忽视了中国历史自身演变的特殊性.
“现代史学”派对社会史论战存在的公式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反思.１９３３年,作为论战主阵地

的«读书杂志»停刊,论战高潮戛然而止.“现代史学”派首先接过论战的大旗,«现代史学»杂志遂成为

论战继续和深化的阵地之一,专门开辟了“经济􀅰社会史”专栏,成为当时国内学术期刊最早设立经济

史专栏的杂志之一.社会史论战中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参战者大部分都

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１９３０年)一书最早肯定了中国的奴隶制时

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如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也都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但“现代史学”派大

部分成员认为中国存在奴隶但不存在奴隶社会,其中以陈啸江、王兴瑞为代表.陈啸江早年就读于厦

门大学历史系,对社会史论战十分感兴趣,经常与傅衣凌、邓拓等人交流看法.他在１９３２年转学至中

山大学史学系,成为“现代史学”运动的一员主将.陈啸江认为:“中国因无希腊罗马的不断的战争的

环境,一方面又有巨量的人口存在着,所以很自然地可主张中国的奴隶劳动,始终未占主要的形态.
这个主张我想除非死争着四阶段的公式的人们,是没有不首肯的.”④与陈啸江共同编辑«现代史学»
杂志的王兴瑞也持同样的看法:“奴隶制度是不是一切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只要

是稍能认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经济组织有莫大影响的人,都决(绝)不会做肯定的答案.”⑤这一争论

直至改革开放后才达成基本共识,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现代史学”派关于奴隶制的论断经

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除奴隶制问题之外,关于秦汉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性质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泛封建论

者”⑥往往依据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市民的生产方式”四阶段说,主张这段时

期为封建社会.对此,陈啸江在其代表作«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形

态———佃佣社会.它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农业社会,“集约经营”极端发达,具有农器具专门化、灌溉系

统发达、耕作技术提高等特点.无论是经济基础抑或是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形态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

义社会完全不同.傅衣凌称赞道:“言唯物史观者每把社会公式化,其结果必视中国社会及文化所在

进展阶段甚低,此说却能于物的基础上给中国社会及文化以正确的位置.”⑦

“现代史学”派积极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不为马克思主义分期公式所羁绊,不以西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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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宽泛化和一般化,故称之为“泛化封建论”.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５页.
傅衣凌:«中国佃佣制评论———关于佃佣社会说之意见»,«现代史学»１９３４年第２卷第１、２期合刊.



史演变为标准,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唯物史观最初引进和传播阶段的教条化习气.他们较少受政治倾

向左右,其史学实践丰富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当然,沿袭是引进外来理论时不可逾越的方法,
但如何处理本国历史发展的特性与外来理论的关系,如何使其适应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境①,一直到今

天也是我们需要探索、尝试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在对唯物史观教条化问题进行反思之后,“现代史学”派改变了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重理论、轻史

料的方法,提倡诠释与实证并重的会通路径.社会史论战是一场理论之争,其文章多属于宏观经济

史、理论经济史之类,缺乏翔实的史料支撑,陈啸江称其“所论争的往往所涉范围太大,甚至在一篇短

文中,要泛论上下古今数千年的大事”②.“现代史学”派反对这种理论化、空洞化的研究路径,注重史

料搜集,正如该派成员梁瓯第所说,材料宁缺毋滥,多作参证与比较的功夫,搜集大量材料以备去、取
的可能的范围③.１９３３年,«现代史学»发刊词阐明了历史构成法(搜集史料)与历史进化法(理论诠

释)相结合的“现代史学”方法,旗帜鲜明地呼吁综合“考证考古派”与“历史观派”之长.随后该刊立即

推出了“中国经济史专号”,所刊发的文章注重实证与诠释并举.
这期经济史专号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现代史学»带动下,«中国经济»和«食货»等杂

志的风格都有意无意地受到此专号的影响④.«中国经济»杂志在第２卷第９、１０两期出版了“中国经

济史研究专号”两册,推重从具体的题目入手,少作空泛的理论.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食货»半月刊创刊,其
宗旨为将致力于“不能急,不能讨巧”的史料搜集工作.«食货»主编陶希圣与«现代史学»不仅互通信

件,而且也发表彼此的文章,交流密切⑤.在此稍前,专以搜集中国经济史料为目的的期刊,还有中央

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陈啸江认为,这些专门刊物足以代表当

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般趋势.固然有人反对这种趋势,以为有微小琐碎之嫌,“但是要使中国经济

史走上科学之路,这种披沙采金,点滴集(积)累的基础工作是必需的”⑥.«现代史学􀅰中国经济史专

号»的出版,引起更多期刊关注经济史研究.从此,中国经济史研究开始由社会史论战时期的草莽风

格向专题化研讨过渡,最终形成独立的、现代的中国经济史学科.

二、由通论到专题,型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模式

“现代史学”派注重史料搜集,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研究模式由整体、宏观转向专题、细密.社

会史论战专注社会形态研究,致使论战者将目光聚焦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动上,更多关注“通”与
“变”的长时段研究.这类研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过分热衷于研讨大题目,对史实勾勒难免

粗枝大叶,缺乏专题研究的细致与深度.因此,论战高潮过后,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团体均开

始注意专题探讨.最先有意促成这个倾向的是«现代史学»所刊布的经济史文章,“每篇皆就一小题

目,加以深入的研究”⑦.这些经济史专题论文在社会形态、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农业经济、商业货

币、财政税收等领域均有涉猎,真正做到了将社会形态史研究转换为社会经济史研究.
农业和农村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农村社会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社会性质.要了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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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地方志、搜讨史料的号召,回到家乡海南搜集资料,著成«海南岛经济史研究»一书.
陈啸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科学论丛»１９３７年第３卷第１期.
陈啸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科学论丛»１９３７年第３卷第１期.



村的社会经济,田赋制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①,它不仅与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关系

到王朝更迭.“现代史学”派成员戴博荣②的«明代的田赋制度与垦荒政策»一文,较早关注到明代田

赋制度.中国田赋制度的基本架构始于明代一条鞭法,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在中

国赋税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戴博荣详细梳理了明代民田及官田的来源、分类及丈量方法,厘清了明

代赋税制度从夏秋两税到一条鞭法的流变过程③.但此文偏重史实梳理,有待进一步发掘明代田赋

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关联.继戴文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也陆续刊发了多篇讨论

明代田赋制度的文章,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先后刊发了梁方仲的文章,他运用计量史学分析

法科学地考察了明代田赋的负担数量及区域差异④;«食货»刊文则可视为戴氏文章的扩展和继续,既
对明代的田赋种类及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还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揭示出明清社会演变的

情状⑤.
与农业经济密切相关的还有农业生产技术问题,尤其是农具的改进和利用.当时学界考察农业

生产技术的论述多以专题为主⑥,系统梳理几千年来农业生产技术流变的综合性论著则比较少见.
刘兴唐撰写的«农业技术之史的发展»一文,自原始社会采集农业开始,涵盖农具、水利、畜力等各方面

生产工具的革新⑦.而本科阶段跟随朱谦之研究社会经济史的王兴瑞,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撰写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⑧一书,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农业依旧停留于旧式阶段而迟迟未走

上新的阶段,“新式农业技术在今日中国是没有前途的,除非整个中国社会走上了新的阶段”⑨.与刘

兴唐相比,王兴瑞的研究内容不仅涵盖了农业生产工具、水利灌溉、农产品产量增减和土地分配情况,
还扩展至农民阶级、宗法组织等社会上层建筑;研究时期则从原始社会延伸至民国时期.该书将史料

整理为主导的经济史考察还原为实证与诠释并重的社会史研究.
相较于农业经济在社会史论战中受到的广泛关注,商业、货币、都市、财政的相关研讨则相对匮

乏,而“要正确地把握中国农业经济的本质与其发展,必须进而更就其与工业生产、商品流通、货币流

通等之相互关系上来把握,才有可能”􀃊􀁉􀁒.对此,“现代史学”派也多有尝试,其中戴裔煊关于食盐行销

制度的研究堪称典范.１９４２年,他在导师朱谦之的指导下,完成了４５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钞盐

制度研究»(后扩展成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该文主要围绕北宋时期食盐的生产、销售、专卖制度

进行全面考察.牟润孙夸赞说:“作者引用宋代著述二百余种,于宋代售盐给钞制度之实现、沿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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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伟、陈春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戴博荣(生卒年月与出生地不详),１９３２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与王兴瑞同级.
戴博荣:«明代的田赋制度与垦荒政策»,«现代史学»１９３５年第２卷第３期.
如梁方仲:«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１９３５年第３卷第１期;«明代“两税”税目»,«中国近代

经济史研究集刊»１９３５年第３卷第１期;«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１９３６年第４卷第１期.
如孙媛贞:«明代屯田制度研究»,«食货»１９３５年第３卷第２期;张锡纶:«明代户口逃亡与田土荒废举例»,«食货»１９３５年第

３卷第２期;许宏烋:«明代土地整理之考察»,«食货»１９３６年第３卷第１０期;清水泰次:«明初田赋考»,张锡纶译,«食货»

１９３６年第４卷第２期.
考察农业生产工具的文章有王兴瑞:«关于中国古代用铁的研究»,«现代史学»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３、４期合刊;王宜昌:«中国

用铁时代之讨论»,«中国经济(南京)»１９３４年第２卷第１０期;莫非斯:«用铁时代问题的研究»,«食货»１９３５年第２卷第７
期.讨论某个时期农业技术状况的文章有曾謇:«西周时代的生产概况»,«食货»１９３５年第１卷第７期;杨联陞:«从四月令

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食货»１９３５年第１卷第６期.
刘兴唐:«农业技术之史的发展»,«中国经济(南京)»１９３４年第２卷第１０期.
王兴瑞关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以连载的方式陆续发布,具体为:«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现代史学»１９３５年

第２卷第３期;«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续)»,«现代史学»１９３５年第２卷第４期;«从农业技术发展史上考察中国社会经济

重心之转变: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第十一章»,«社会研究»１９３６年第１卷第２期;«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续完)»,«现代史

学»１９３６年第３卷第１期.这些文章最后结集成专书«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
王兴瑞:«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续完)»,«现代史学»１９３６年第３卷第１期.
石决明:«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１９３４年第２卷第９期.



员、地区以及此制度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与影响,无不溯其本源,明其流革.考证至为细微,叙述也颇能

得其体要.”①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是了解社会历史的关键,戴裔煊不是单纯从史料层面考释经济制度,
而是意在阐明宋代盐钞制度的发展变迁与时代环境的关系,以经济制度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势.

“现代史学”派围绕与商业有关的专题还精选了一些国外趋新的研究成果加以译介.譬如在货币

使用方面,戴裔煊翻译了国外史学家Cavter的«纸币印刷考».该文详述了自唐代至明清纸币的印刷

及发行情况,戴裔煊评价道:“Cavter是文,能将中国纸币印刷的经过情形说出,钩元握要,挈领提纲,
是不可多得的作品,惟文中有待补充和说明的地方很多”②.与之相关,朱希祖翻译了日本经济史专

家加藤繁的«交子之起源»一文.该文作者对交子起源的三种说法作了审辨与考订,阐述了交子发行

的方法及流通手续③.关于商业都市的考察,岑家梧翻译了日本学者小竹文夫的«南宋之都市生活».
该文认为,“中国近代史,应从南宋始,尤其是持着近代要素的理由而划分的更应从南宋开始”④.这

些译著可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直接参照,对提升中国商品经济研究水准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现代史学”派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和译介,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经济危

机爆发,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商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冲击了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使民族工业遭受

外国驻华企业的碾压,造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⑤.在此背景下,戴裔煊通过分析宋代食盐官

卖制度的利弊,建议当时国民政府食盐专卖制度应该采取提高食盐收价、按时给值、严禁侵欺舞弊及

严密监督食盐煎晒过程等措施⑥.陈啸江也指出,当前暴露的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高级农业社会(佃
佣社会)的商业资本发展规律有关,要积极引导商业资本化为工业资本,新旧方法结合实施⑦.总之,
“现代史学”派的商品经济研究力图为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提供借鉴,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

“现代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得到了高度称赞.如«‹现代史学›不日复刊讯»一文赞曰:“本校史学研

究会所创办之«现代史学»,用最新治史之方法,于史学界中独树一帜;出版以后,颇为中外人士所注

重,邻邦杂志中,并有介绍其文章者.”⑧«史学研究会近讯»一文赞曰:“«现代史学»发刊以来,甚有荣

誉,日销路亦颇畅旺.”⑨当然,物极必反,“现代史学”强调由“通”至“专”,也难免忽略由“点”到“面”,
没有很好地综合贯通.在不同阶段及领域的专题研究,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贯通,反映中国社

会经济史演变的整体面貌和特征.由“通”至“专”是过程,由“专”入“通”才是目的.

三、开辟区域经济史研究,促进学科交叉

我国古代早有地方志,但真正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则是在１９３０年代.论战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

以泛论社会形态问题为主,往往倾向于整体和综合,较少留意局部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随着社会史论

战的深入,局部研究开始受到关注,“现代史学”派对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有开创性贡献.
«现代史学»在１９３３年发表了王充恒的«宋代南方经济发达的研究»一文.作者结合时代背景从

农业、手工业、商业、茶业、盐业、酒矿业等不同角度,论述了宋代南方经济发达的情形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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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润孙:«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思想与时代»１９６４年第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期.转引自章文钦:«戴裔煊传»,曾庆榴、
林亚杰主编:«岭南史学名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９７页.

Cavter:«纸币印刷考»,戴裔煊译,«现代史学»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３、４期合刊.
加藤繁:«交子之起源»,朱希祖译,«现代史学»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３、４期合刊.
小竹文夫:«南宋之都市生活»,岑家梧译,«现代史学»１９３４年第２卷第１、２期.
陈涛:«论１９２９１９３３经济危机对南京国民政府工商业的影响及对策»,«党史文苑»２００９年第２０期.
戴裔煊:«宋代食盐官般(办)官卖制度:为目前应推行之专卖制度作一参考»,«民族文化»１９４１年第７期.
陈啸江:«当前经济的根本问题:一个历史派经济学者的看法»,重庆:史学书局,１９４４年,第３４页.
«‹现代史学›不日复刊讯»,«国立中山大学日报»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２日.
«史学研究会近讯»,«国立中山大学日报»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３日.



并将其放在全国经济范围内予以比较和衡量,最终得出南方在宋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

大转捩的枢纽”这一结论①.继王充恒之后,食货派张家驹陆续发表了«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宋
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等专门探讨南方区域经济史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从分析南方的农、工、
商业的经济发达盛况扩展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步完善②.

王兴瑞可视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他是广东琼海人,其文章多是关于海南岛地区的

社会经济史研究③,涉及海南岛的农业、商业、手工业、海外贸易、汉黎交易等多个方面,由农村到城

镇,从内陆到海外,全方位展示了海南岛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他的«海南岛经济史研究»(１９３５年,未
刊)一书被视为“国内第一部地方经济史研究的专著”④.除了专题研究,王兴瑞还首次系统提出了区

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了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意义、方法、需具备的基本知识、研究步

骤、资料收集、撰述等一系列问题.他主张局部要和整体紧密结合,认为“只有经过一番精细的分析工

作,他日总能产生一部理想的综合的中国经济史”,要“从整个社会观点上去理解经济的机构”.关于

区域史的研究,王兴瑞提倡跨学科方法,要具备充分的地理知识,还要熟悉该地方的风俗人情,充分借

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尤其注重民间文献的搜集,留意其来源及正确性⑤.王兴瑞的区域社会史

研究自下而上构建的地方性经济文化系统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结合了该区域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

整体史研究.他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总结,在当时具有开创性.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经济学方法与理论的应用至关重要.关于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王兴瑞

指出:“一是从动的观点上去把握经济的发展过程,所以一部经济史不是静止累积,而是变动的、发展

的经过;一是从整个社会观点上去理解经济的机构”,“把经济机构从孤立的变为和整个社会组织互相

联系的”⑥.他主要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尤其重视生产力及生产技术,认为“生产力是经济基础

之决定条件;而生产力的决定者又为生产技术”⑦.他还注意到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
“研究经济史的人不可不具备充分的地理知识,研究地方经济史尤然.因为地方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既

依地理区域来划分,它的任务便在指出该地域经济发展的特殊形态及其特质,这些原因,往往要于地

理因素中求之”⑧.此外,经济学中常用的统计方法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利器.“历史家中只有社会

史家、经济史家才真正能运用历史的统计的方法.”⑨王充恒在考察宋代南方经济的发达状况时编制

或借鉴了多个统计图表,涵盖宋代南方的漕粟增加数目、田赋征收、丝织业产品、通商口岸等各个领

域􀃊􀁉􀁒.王兴瑞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时也编制了大量的统计图表,来展现不同时期的农具种类及

水利灌溉的详细情形,这些统计数据为学界研究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此后,“现代史学”派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进一步扩展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值抗日战争期

间,中国边疆危机逐步加深,边疆开发日益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现代史学”派地处岭南,多次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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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恒:«宋代南方经济发达的研究»,«现代史学»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３、４期合刊.
张家驹:«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食货»１９３５年第１卷第１０期;«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１９３６年第４卷

第１期.
如«清代海南岛的汉黎交易»(«社会科学论丛»１９３７年第３卷第２期)、«海南岛手工业之史的考察»(«现代史学»１９４３年第

５卷第２期)、«海南岛的墟市及其商业»(«财政学报»１９４４年第２卷第２期)、«海南岛各宗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广东建

设研究»１９４６年第１卷第２期).
王传:«民国时期中国地方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述王兴瑞少为人注意的一篇旧文»,«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王兴瑞:«地方经济史研究方法导言»,«现代史学»１９４２年第４卷第４期.
王兴瑞:«地方经济史研究方法导言»,«现代史学»１９４２年第４卷第４期.
王兴瑞:«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现代史学»１９３５年第２卷第３期.
王兴瑞:«地方经济史研究方法导言»,«现代史学»１９４２年第４卷第４期.
朱谦之:«经济史研究序说»,«现代史学»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３、４期合刊.
王充恒:«宋代南方经济发达的研究»,«现代史学»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３、４期合刊.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形成了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特色.１９３６年,王兴瑞考取

了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一方面师从朱谦之继续研究历史学,另一方面追随杨成

志攻读人类学、民族学,其硕士研究课题是«海南岛黎人研究».他认为,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史研究是

关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整合:第一,对历史学意义重大,可以获得纸本以外的材料;第
二,可以发展民族学,一方面使世界民族志拓展一个新领域,另一方面由于新材料的发现,使民族学的

理论建设得到更丰富的印证;第三,给人类学增加了一种宝贵的比较研究的新材料;第四,对民俗学而

言,“愈是在文化程度愈低的民族里,民俗资料的保存也愈丰富”;第五,保留着原始的方言资源①.这

体现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将学科交叉的方法由经济学领域扩展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王兴瑞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皆有研究.早在１９３４年,他与岑家梧通力合作,实地调查后撰

写了«琼崖民俗及其他»一书.该书搜集、整理、记录了海南岛黎人的社会概况和风俗习惯,是“最早从

民俗学视角研究海南文化的代表作”②.王兴瑞阐明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及意义,说:“民族学的研究

对象,是世界上一切文化低级的野蛮民族􀆺􀆺这些野蛮民族给我们保留着我们祖先过去活动的状态,
研究他们(这些野蛮民族)的生活,即无异直接研究文明人的古代社会”③.他借用人类学知识分析了

黎人的婚姻制度,将其分为族外婚、族内婚、转婚制多种,认为黎人母系制度虽然早已为父系制度取

代,但妇女地位并未十分低落,如可以为峒头或酋长、可以出席全体大会等④.有学者认为,王兴瑞成

为“中国萌发时期人类学进入奠基发展阶段,中国传统的‘民俗’研究转向人类学时期的中坚力量”.
其人类学研究师承杨成志,重视田野调查,偏向史料搜集,不太注重理论分析和架构模式,属于中国历

史学派人类学⑤.
简言之,“现代史学”派在区域性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有筚路蓝缕、拓荒发轫之功,不仅深化了对

各地区社会经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探求中国经济史发展的整体面貌.该派的区域性社会经济史研

究融经济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为一炉,呈现出注重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色,其
研究可视为日后“傅衣凌学派”的滥觞.傅衣凌学派又被称为“闽粤学派”,以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经

济史研究者为主体,其研究方法在传统史学、经济学方法之外,不断尝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

然科学方法的整合,突出岭南地域特色⑥.区域社会史研究在１９８０年代再次复兴,给予了社会史乃至

历史研究全新的视角⑦,其中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研究尤其受到重视.中国地域广阔、民
族众多,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及多样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必经之路.

四、结语

１９３０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正处于拓荒期,虽然社会史论战启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热潮,但如果没

有后期学院派学者的加入、专业刊物的助推,很难使经济史研究走向专业化的正轨.“现代史学”派依

托现代学术建制,提升了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品质和学术影响力,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完善.１９３７年,
陈啸江为中山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撰写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计划书”,提倡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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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定了分期或分步研究计划①.这实际是经济史学科自主意识的体现.
“现代史学”派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模式,不仅推动了民国时期经济史学的发展,而且

有利于整个史学和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一方面,它更新了史学研究的宗旨、理论、方法和内容,促使史

学研究重心发生转移,带动了历史学的整体变革;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多是基于西方经济发

展经验而形成的,难免与我国实际状况不完全契合.“现代史学”派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

了多样化的史实,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使更多的经济学者注意到历史因素.“现代史学”派
为经济史领域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对话整合提供了早期范例.

The“ModernHistory”SchoolandtheTurnofChinaSocial
andEconomicHistoryResearch

YinFeifei　ChenFeng
(AdvancedInstituteofConfucianStudies,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dvancedInstituteofConfucianStudies,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thestudyofChina’ssocialandeconomichisＧ
toryhassteppedintoaprofessionalandscientificway,whichisguidedbythe“ModernHistory”
School．Ithaspromotedthedeepeningofsocialandeconomichistoryresearchfromthreeaspects:
theoreticalmethod,narrativemodelandresearchfield．Theyreflectontheformalismandadvocate
integrationoftheoryandhistoricalmaterials,fromgeneraldiscussiontospecialtopic,shapingthe
professionalmodelofthesocialandeconomichistoryresearchinganditopensupthestudyofregionＧ
aleconomichistoryandpromotes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Asaresult,thestudyofsocialandecoＧ
nomichistoryhaschangedfromtheinitialstagetothesteadydevelopmentstage．
Keywords:“ModernHistory”School;ChinaSocialandeconomichistory;SpecializationandscientiＧ
zation;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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